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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代蒙文公文书中的满文影响：以外蒙古地区公文书为例 

 

锡莉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蒙古文字作为满文的原型，给予满文的影响随处可见。但在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满语为国语、满文

为国文的这一时代背景下，由于蒙古地区广泛使用满文，致使蒙文公文书中出现了来自满文的多方面影响。

通过对满蒙文两种公文书的比较研究，详细分析蒙文公文书中出现的爵位职官名称、满文书写方式、满文批

示等实例，可知清代外蒙古地区蒙文公文书，在一些固定名词的借用、个别书写方式以及签字批示等方面，

均受到来自满文公文书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满文；蒙文；公文书；影响 

中图分类号马 K24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清朝在其统治下的蒙古地区实施了，所谓“盟旗制度”的这一统治体系。在盟旗制度下，

蒙古各级官署，以相互传递大量的公文书来执行政务。清代外蒙古地区的公文书，主要由满

文与蒙文两种文字书写（在清末也出现了不少汉文公文书）。翻阅当时的文书档案，我们不难

发现满蒙文公文书，在用词与书写等方面有着诸多极其类同之处。  

    本文主要以蒙古国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所藏，清朝外蒙古地区地方行政单位的满蒙文公

文书为例，通过具体实例探讨两者之间在用词与书写方式等方面的一些特征，从而论述满文

公文书对蒙文公文书的影响。其意义在于，通过探讨上述问题，一方面可以看出在清朝这一

历史时期，蒙古地区的文书制度与公文书其本身的一些特点。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满蒙这

两种语言文字，在用词等方面的相互影响与交融。 

    众所周知，自古至今各级行政机构之间，利用传递公文书，从而相互交流信息，并传达

政令。公文书从书写格式、处理程序到传递均有严密的制度，并通过系统化的文书制度往来

于各级行政机构之间。为更好地理解本文的关键内容，在此首先概述清朝治下的蒙古地区的

相关文书制度。 

二、清代外蒙古地区的文书制度 

    清朝政府将除八旗蒙古以外的蒙古地区，分为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内属蒙古包括察哈

尔八旗、呼伦贝尔八旗、归化城土默特旗。除内属蒙古以外的地区被统称为外藩蒙古。外藩

蒙古又以戈壁沙漠为界，分为内外蒙古，漠南为内蒙古，漠北为外蒙古。 

    清朝政府在外藩蒙古施行的盟旗制度是一个划分行政区划的统治体系。以旗为基础行政

单位，旗上设盟。各盟受理藩院管辖，盟与理藩院之间设有驻防官衙门。①乾隆 47（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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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清政府将外藩蒙古划分为 10 盟 135 旗，内蒙古设 6 盟 49 旗，外蒙古设 4 盟 86 旗。 

    旗与盟均设有各自的印务处，即为官署。这些官署以书写、传递、批示大量的公文书来

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清代外蒙古地区的公文书，主要以满文和蒙文公文书为主（清朝末期也

出现了一些汉文公文书）。通常，在旗和盟的印务处以书写蒙文公文书为主，盟以上的官署，

如驻防官衙门以书写满文公文书为主。当旗和盟收到来自上级衙门的满文公文书时，须将它

一一翻译成蒙文。与此相反，旗和盟要向上级衙门发送公文书时，则把蒙文公文书翻译成满

文。[1] 

    清代满蒙文公文书均须按照一个固定的格式书写。对此日本学者萩原守先生的研究最为

详尽，他在《清代蒙古的裁判制度与裁判文书》一书中曾指出，进入清朝，清政府遵照中国

内地的汉文公文书的书写规范，制定了满蒙文公文书的格式，早在乾隆初期，就出现了遵循

汉文公文书程式的满蒙文公文书。[2] 

    在清代外蒙古地区，往来于各级官署间的公文书，均以折式纵长方形为主。折本上下长

约 24-25 厘米，左右宽约 10-11 厘米。翻开折本后的左右长度，因粘贴纸张的多少而不等，长

者可达数十米。 

    蒙文公文书的书写规则与满文公文书相同，书写时字移与行移的方向均为“自上而下，

自左至右”。蒙文公文书在格式方面，除极少数特殊的公文书外，绝大多数均遵照一个特定的

格式书写。由①文件作者；②受文者；③事由；④正文；⑤结束语；⑥后书等六个部分组成。

这六个部分缺一不可，并且必须按照上述①-⑥的顺序书写。 

    “文件作者”与“受文者”均须标出所有的职衔和爵位。文件作者一般以“……un bičig

（……的文书）”的形式出现。受文者一般以“……tan-a ergübe（呈……）”，“……tan-a 

ilegebe（送……）”，“……tan-a tusiyaba（命……）”的形式出现。“……”的部分为受文

者，“tan-a（尊称）”之后的动词，表示文书的发送形式。例如，“ergübe” ②用于上行文

书，“ilegebe”用于平行文书③，“tusiyaba”则用于下行文书。④ 

    “事由”部分的固定套语以“medegülkü učir（为呈……事）”，“yabuγulqu učir（为送……

事）”，“tusiyaqu učir（为命……事）”等形式出现。在大部分蒙文公文书中，“事由”部分并不

表示文书的内容提要，而只是叙明文件制作发送的方向。如“medegülkü učir”用于上行文书，

“yabuγulqu učir”用于平行文书用，下行文书则用“tusiyaqu učir”。 

    “事由”之后不改行，直接进入“正文”。正文是一个公文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是叙述问题，

明确行文目的。叙述完正文后，须以固定的套语来结束正文。这些套语“egün-ü tula ergübe（为

此呈报）”（上行文书），“egün-ü tula ilegebe（为此送）”（平行文书），“egün-ü tula tusiyaba（为

此命）”（下行文书）的形式出现。这些固定套语也是公文书的“结束语”部分。通常，行文

方向决定结束语的选用。如果是向上下级诸衙署一并通告、公布的文书，须把上述结束语的

类型逐一列举出来。结束语之后，间隔数行书写“后书”。后书部分在文书末尾，主要以公文

书成文时间和印章为主要组成部分。 

    此外，关于公文书处理程序，官署之间发送的公文书可分为发送用的正本和存档用的副

本（又称稿本）两种。书写好的正本在发送前，须把全文抄录在“行文档”⑤中，再把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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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的发送日期、发送目的地、以及内容提要逐一记录于“日志”。⑥收到公文书的官署，首

先把该文书的受理日期、发送官署以及内容提要记录于“日志”后，再把该文书的全文抄录

到“来文档”⑦中。这些档册以公文书的收发日期为顺序，记录该官署的所有行文和来文。

关于这些档册的大小规格，据笔者所见蒙古国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所藏档册，多为边长 28-30

厘米之间的正方形档册。档册的厚度不等，通常 10-40 厘米厚的档册较为普遍。一本档册中抄

录的档案数量，有以月为单位的，也有以季度为单位的。这也是造成档册薄厚不等的原因。 

三、蒙文公文书中的满文影响 

    如上所述，旗与盟的印务处以书写、传递、批示大量的公文书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盟

印务处作为中间行政机构，承担满蒙文公文书的互译。在这两种语言文字的互译过程中，出

现了两者间的相互影响与交融的现象。以下，就清代外蒙古地区蒙古文公文书中的满语借词、

满文式书写方式、满文批示等三方面，探讨蒙文公文书中的满文影响。 

（一）爵位称号的借用方式 

    在清朝统治下的蒙古地区，随着盟旗制度的建立，在各盟旗的行政单位均配属了行政官

僚。各盟设有盟长、副盟长、副将军（只限于外蒙古地区）、帮办盟务（只限内蒙古地区）、

参赞（只限外蒙古地区），旗内设有旗长、协理台吉、管旗章京、副章京、参领、佐领，骁骑

校、领催等职衔。旗最高行政长官为旗长（又称扎萨克），各旗旗长主要由被清政府授予爵位

的蒙古贵族以世袭的形式担任。盟最高行政长官为盟长，主要从旗长或闲散王公（非扎萨克

的贵族）中选出。清政府授予蒙古贵族的爵位称号与满人贵族的爵位称号大体一致。当时蒙

古地区所使用的爵位称号以及职衔名称，基本借自满人八旗制的爵位称号和职衔名称。这些

满语的爵位名称以及官衔名称，被音译或意译到蒙语中时，出现了一些独特的形式。据笔者

观察，满语爵位名称以及职衔名称被借入到蒙语中时，基本以音译、意译、音译意译混合等

三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蒙文公文书中。“音译”是，将满语的语音成分基本都音译到蒙古语的

形式；“意译”是，把满语词意译为蒙古语的形式；“音译意译混合”是，在一个名词里，既

有从满语音译部分，也有意译部分的形式。以下列举清政府授予蒙古贵族的部分爵位称号，

来分析上述三种不同形式的相关特点。 

① 和硕亲王 

满：ᡥᠣᡧᠣᡳ ᠴᡳᠨ ᠸᠠᠩ  hošoi cin wang   

蒙：ᠬᠤᠱᠥᠢ ᠴᡳᠨ ᠸᠠᠩ  qošui čin wang 

    “和硕”一词的满文写法（ᡥᠣᡧᠣᡳ）和蒙文写法（ᠬᠤᠱᠥᠢ），虽然在符号形式方面有所不同，

但不难发现在满语和蒙语的读音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和硕亲王”这一满语名称的语音成分，

基本上都被音译到蒙语中。因此，两者间的读音以及拼写方式呈现出了极其类同的特征。我

们称这类词语为音译名词。 

② 额驸 

满： ᡝᡶᡠ  efu 

蒙： ᠡᠹᠦ  efu 

   “额驸”一词的情况与上述“和硕亲王”的情况基本相同。除了音节“fu”的部分中，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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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和蒙文“ᡶᡠ”与“ᠹᠦ”的表记符号有所不同之外，两者间的读音基本相同。因此，“额驸”一

词也属于音译名词范畴。 

③ 镇国公 

满：ᡤᡠᡵᡠᠨ ᠪᡝ ᡩᠠᠯᡳᡵᡝ ᡤᡠᠩ  gurun be dalire gung 

蒙：ᠤᠯᠤᠰ   ᠤᠨ ᠲᠦᠰᠢᠶ ᠡ ᠭᠦᠩ  ulus-un tüsiy-e güng 

满语和蒙古语的“镇国公”一词，在拼写方式和读音方面，均有一定程度上的区别。它

的区别并非只是拼写符号方面的不同，其读音也完全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蒙

古语意译了满语的“镇国公”一词所致。如，将满语的“ᡤᡠᡵᡠᠨ”译为蒙古语“ᠤᠯᠤᠰ ”、满语的“ ᡩᠠᠯᡳᡵᡝ 
ᡤᡠᠩ”译为蒙古语“ᠲᠦᠰᠢᠶ ᠡ ᠭᠦᠩ”。可以说，蒙古语的“镇国公”一词，属于意译名词范畴。 

④ 辅国公 

满：ᡤᡠᡵᡠᠨ ᡩᡝ ᠠᡳᡳᠰᡳᠯᠠᡵᠠ ᡤᡠᠩ  gurun de aisilara gung 

蒙：ᠤᠯᠤᠰ ᠲᠤᠷ ᠲᠤᠰᠠᠯᠠᠭᠴᠢ ᠭᠦᠩ  ulus tur tusalaγči güng 

“辅国公”一词的与上述“镇国公”一词基本相同。该词的满语和蒙语的拼写方式和读

音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来自蒙语意译了满语的“辅国公”一词的结果，所以，

“辅国公”一词也属于意译名词范畴。 

⑤ 多罗郡王 

满： ᡩᠣᡵᠣᡳ ᡤᡳᠶᡡᠨ ᠸᠠᠩ  doroi giyūn wang 

蒙： ᠲᠦᠷᠦ ᠢᠨ ᠭᠢᠶᠦᠢᠨ ᠸᠠᠩ  törü-yin giyün wang  

     “多罗郡王”一词，需分为“多罗”和“郡王”两个部分来探讨。“多罗”部分，在满

语和蒙古语中的拼写方式和读音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而在词意方面则是相同的。因此，“多

罗”部分属于意译名词范畴。然而，“郡王”部分，除“g”的表记符号有所不同之外，其读

音基本相同，属于音译满语名称范畴。也就是说，在“多罗郡王”这个名词当中，既有意译

部分，也有音译部分，两种不同的形式同时存在于一词之中。笔者将这类词语称为音译意译

混合式名词。 

⑥ 多罗贝勒 

满：ᡩᠣᡵᠣᡳ ᠪᡝᡳᡳᠯᡝ  doroi beile   

蒙：ᠲᠦᠷᠦ ᠢᠨ ᠪᠡᠢᠢᠯᠡ  törü-yin beyile 

“多罗贝勒”一词与上述“多罗郡王”一词相同。“多罗”部分是译意名词，而“贝勒”

部分则是音译名词。因此，“多罗贝勒”一词也属于音译意译混合式名词范畴。 

⑦ 固山贝子 

满：ᡤᡡᠰᠠᡳ ᠪᡝᡳᡳᠰᡝ  gūsai beise 

蒙：ᠬᠤᠰᠢᠭᠤᠨ  ᠤ ᠪᠡᠢᠢᠰᠡ  qosiγun-u beyise 

该词与上述“多罗郡王”和“多罗贝勒”二词大致相似。满语的“ᡤᡡᠰᠠᡳ”被意译为蒙语的

“ᠬᠤᠰᠢᠭᠤᠨ  ᠤ”，满语的“ᠪᡝᡳᡳᠰᡝ”被音译为“ᠪᠡᠢᠢᠰᠡ”。因此，“固山贝子”一词属于音译意译混合式

名词范畴。 

通过对上述满语和蒙语爵位名称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满语爵位名称大致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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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译；（2）意译；（3）音译意译混合等三种不同形式出现在蒙文公文书中。这类不同方式的

满语借词，不仅在蒙文公文书中，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时期，这些借词都发挥了不可

忽视的作用。蒙语中满语借词的存在，说明了满语和蒙古语在不同层面、不同范围、不同角

度，有着密切接触。特别是，音译意译混合式的出现，更加体现了满语和蒙古语两种不同语

言文化的深层次的接触与融合。 

 

 

图片 1 写有爵位称号的蒙文公文书。档案卷宗号：Φ.Но.М ­9 T.Hо.4  X.H.Hо.2156 

（二）书写方式的影响 

在清代蒙文公文书中，除了有一些直接受满文影响的借词外，还有一些来自满文书写方

式的影响。众所周知，满文是借用蒙文字母体系，为记录满语语音而创制的文字符号系统。

最初的满文是由巴克什额尔德尼奉努尔哈赤之命，于明万历 27（1599）年创制。额尔德尼所

创制的满文，被称为“无圈点满文”。之后，达海奉皇太极之命，于天聪 6（1632）年，在额

尔德尼初创的满文基础上进行了改良，随之诞生了“有圈点满文”。 

“有圈点满文”的最大特点就是解决了“一字多读”（个别音节字母有两种不同读音）

的问题。对于母语为非蒙语的人来说，识别“一字多读”的字母读音，并非易事。通过对字

母附加圈和点的方式，区别一个字母的不同读音，从而，为满文阅读者，能够准确地判断读

音和词义，提供了捷径。除此之外，“有圈点满文”还加创了一些专门拼写外来词汇的特定字

母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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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圈点满文”由于其合理性、科学性，对当时的蒙文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我

们可以从清代蒙文公文书中看到，一些“有圈点满文”式的书写规则和原本蒙文字母中不存

在的字母符号。笔者通过对蒙古国国立中央档案馆所藏的相关蒙古文公文书的分析，归纳出

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① 在“ᠳᠠ da” 字母后面加“点”的书写方法 

    例如，“da（首领，长官）”、“daruγ-a（长官）”、“dangsa（档册）”、“daγaǰu（跟随）”、“darui

（即）”、“dangči（太）”等词语的“da”音节的后面均加了“点”。书写成为 “ᡩᠠ ”、“ᡩᠠᡴᡳᠨ ”、
“ᡩᠠᡵᠣᠭ ᠠ ”、“ᡩᠠᠩᠰᠠ ”、“ᡩᠠᠭᠠᠵᠦ ”、“ᡩᠠᡵᠣᡳ ”、“ᡩᠠᠩᠴᡳ ”等。 

② “p”和“k”字母的满文拼写方式 

对于一些外来词汇的拼写，蒙古文借用了“有圈点满文”的拼写方式。例如，外来词语

中含有“p”和“k”字母的词语，就有用满文的“ᡦ”和“ᠬ” 来拼写的实例。“p”字母在当

时的蒙文中大多用于人名，如“ᠰᠣᠨᠣᠮᡦᡳᠯ sonumpil”、“ ᠳᠤᠷᠵᠢᡦᠠᠯᠠᠮᠣ dorǰipalamu”等。再如，满文“k”

字母的拼写方式，多见于 “kongsul（公使、领事）”一词的拼写中，“kongsul”写成“ᡴᠣᠩᠰᠣᠯ ”。 

③ 汉语借词的表记 

    在清代蒙文公文书中，较为多见的汉语借词有 “čen（钱）”、“ho（毫）”、“pun（分）”、

“sy（丝）”等重量词。这些词语的蒙文拼写法中就有直接借用满文拼写法的实例。例如，将

“čen（钱）”拼写为“ ᠴᡝᠨ ”，“ho（毫）”拼写为“ ᡥᠣ᠋ ”，“sy（丝）”拼写为“ ᠰᡟ ”等等。  

当然，上述实例并不是清代蒙古文公文书中的普遍现象，而是个别事例。这种个别现象，

在蒙古文公文书中，并没有被视为错误或不妥。其原因在于，这种满文式的书写方式，已经

渗入到蒙文公文书的书写体系中，已被相关官僚和书吏认可。在清代蒙古地区各地方行政组

织，有着极为严格的书吏培养制度和体系。在这个制度中，有对书写错误的书吏进行严惩以

及对书写规范的书吏给予赏赐的规定。这种赏罚分明的书吏培养制度，不仅培养了优秀的书

吏，而且也确保了公文书的准确性和真实性。⑧换句话说，通常公文书中，不易发生书写错

误。在当时，蒙文公文书中的满文式书写方式，并不是书写错误，而是被认可的一种书写方

式。 

由此可见满文的书写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蒙文公文书的书写体系中，甚至在一定

范围内，影响了蒙古文的书写方式。这种影响，不仅丰富了蒙文公文书中的内涵，也为蒙文

外来词的拼写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7 

 

 

图片 2 受满文书写法影响的蒙文公文书。档案卷宗号：Φ.Но.М ­9 T.Hо.3  X.H.Hо.8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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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3 受满文书写法影响的蒙文公文书。档案卷宗号：Φ.Но.М ­9 T.Hо.3  X.H.Hо.8478 

（三）蒙文公文书中的满文批示 

    在清代蒙古地区，公文书的处理流程，主要有签收、抄录、传阅、归档等环节。当一个

印务处收到另一个印务处发送过来的文书后，要进行处理。所谓的处理，就是把该文书的相

关内容收录于“日志”，并将全文抄录到“来文档”之后，由该印务处的负责人进行批阅。该

文件经传达及传阅后，无须再利用时，就会被贴好封面存档。 

    通常，封面的左上端写有该文书的题目（即概括内容的提要），右下方附有受理时间。值

得注意的是，在封面的左下方，以不同的字迹，并以一字一行的形式写有满文文字和一些用

满文书写的数字。这就是蒙文公文书中的满文批示部分。满文批示部分中常见的有“ᡨᡠᠸᠠᡥᠠ
（tuwaha）”、“ᠠᡶᠠᠪᡠ（afabu）”、“ᠪᠣᠣᠯᠠ（boola）”等词语。 

① “ᡨᡠᠸᠠᡥᠠ（tuwaha）” 

“ᡨᡠᠸᠠᡥᠠ（tuwaha）”为“ᡨᡠᠸᠠᠮᠪᡳ （tuwambi），看、阅”的过去式，意为“已阅”； 

② “ᠠᡶᠠᠪᡠ（afabu）” 

“ᠠᡶᠠᠪᡠ（afabu）”为“ᠠᡶᠠᠪᡠᠮᠪᡳ （afabumbi），交付、移交”的命令式，意为“交付、移交”； 

③ “ᠪᠣᠣᠯᠠ（boola）” 

“ᠪᠣᠣᠯᠠ（boola）”即为“ᠪᠣᠣᠯᠠᠮᠪᡳ（boolambi），禀报、呈报”的命令式，意为禀报或呈报。 

从上述词意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些满文文字是该公文书批阅者的签字。当时的公文书

批阅者，在已受理的文书封面上，以签写这些满文文字方式，来表示已阅读过该文件，并且

提出了对该文件的处理意见。除了上述满语词语批示以外，还有以“ᠵᡠᠸᠠᠨ ᡩᡠᡳᡳᠨ （juwan duin），

十四”、“ᡳᠴᡝ ᠰᡠᠨᠵᠠ（ice sunja）初五”等的文件批阅日期，作为批示签字的例子也不少。 

    就笔者眼界所及，通常在一份文件上有一至四个签字，签字者大多为该印务处的最高行

政长官。如，在盟印务处，就要由盟长、副盟长、将军、参赞等人签字。另据笔者调查，在

清代外蒙古地区，写有满文批示的文书，在盟或盟以上的官署最为多见，而少见于盟以下的

旗印务处。在当时的盟官署，用满文批示文书这一现象从满文公文书开始，逐渐影响了蒙文

公文书，并且成为一种文书批示习惯及定规。直到清朝末期的宣统 3 年（1911 年），在外蒙古

地区仍保留着这种公文书批示习惯。这一现象不仅充分体现了满文公文书对蒙文公文书的影

响之深，同时也说明了蒙文公文书中的满语和满文的重要性和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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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4 有满文批示的蒙文公文书。档案卷宗号：Φ.Но.М ­9 T.Hо.5  X.H.Hо.2140 

四、结语 

清代满蒙文公文书档案是了解当时蒙古社会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是研究清

代蒙古地区历史和社会的重要史料依据。然而，由于研究视角与目的的不同，多数研究成果

以解析满蒙文文书档案中所记载的具体内容为主。与此相比，着重研究公文书形式的成果，

却占少数。毋庸置疑，历史公文书形式的研究，在史学领域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研究焦点置于公文书形式，通过对满蒙文两种公文书的比较研究，详细分析了蒙

文公文书中出现的爵位职官名称、满文书写方式、满文批示等实例。从而，得出清代外蒙古

地区蒙文公文书，在一些固定名词的借用、个别书写方式以及签字批示等方面，均受到来自

满文公文书影响的结论。同时也归纳总结了固定词语的借入方式、特定词语的拼写方式以及

公文书具体批示方法。 

蒙文作为满文的原型，给予满文的影响随处可见。但在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满语为国

语、满文为国文的这一时代背景下，由于蒙古地区广泛使用满文，致使蒙文公文书中出现了

来自满文的多方面的影响。解析这些满文影响的特征，无疑是正确解读蒙文公文书的基础之

一，也是了解蒙语和满语，两种不同语言接触现象的重要依据。 

 

注释 

①例如在外蒙古地区设有乌里雅苏台定边佐副将军处、科布多参赞大臣处、库伦办事大臣处等。在内蒙古地

区设有绥远城将军处、察哈尔都统衙门等。被委任的大部分驻防官都是八旗出身的满族或蒙古族旗人官僚。



10 

 

他们均有任期，在任期中担任联系当地盟长、旗长以及理藩院的各项工作。 

② 指下级官署向上级官署发送的公文书。 

③ 指同级官署间往来的公文书。 

④ 指上级官署向下级官署发送的公文书。 

⑤抄录所有发送文书的档册 

⑥公文书登记簿。主要以时间顺序记录该印务处的所有来文，行文。来文登记受理日期，发送文件过来的官

署名以及文件的内容提要。行文登记发送文件日期，发送至官署名和内容提要。登记在“日志”的文书不区

别来文或行文。按收发顺序一并记录。 

⑦抄录所有来文的档册。 

⑧关于清代蒙古书吏的赏罚制度，笔者已在博士论文《清代外モンゴルにおける書記および 

書記養成に関する研究》（汉译：《关于清代外蒙古书吏与书吏培养制度的研究》）中作了详细探讨，在此不再

加以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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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es of Manchu Language on Mongolian Official 

Documents of Qing Dynasty 

 

Xili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Inner Mongolia，Hohhot， 010021，China） 

 

Abstract: As for being the antetype of the Manchu characters, the Mongolian characters gave a strong 

influence on Manchu language.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dominance of the Qing, Manchu language 

w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Mongolian region has 

influenced the Mongolian official documents in various aspects. Via comparing Manchu and Mongolian 

official documents, especially analyzing the rank of nobility, official position, the Manchu words and official 

comments in Manchu language appeared in the Mongolian documents, we can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Khalka Mongolian area in Qing Dynasty, the Mongolian official document has borrowed some terms from 

Manchu, and specific style of writing and the forms of signatures were also influenced by Manchu official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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